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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努力投入的主客观驱动作用及个体差异调节* 

杨  倩  谈嘉欣  陈伦梓萱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 成都 610066) 

摘  要  认知努力投入是个体在有限心理资源约束下, 基于成本−收益权衡进行认知资源分配的核心决策过

程。传统研究多从客观任务难度出发解释努力的产生与变化,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个体的主观感受

在努力投入中具有独立于客观因素的驱动作用。本文围绕认知努力投入中的客观任务需求、主观感受及个体

差异调节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系统梳理认知努力领域的理论演进与实证进展。首先, 区分主观成本起源理论

与努力投入决策理论; 其次, 剖析客观难度驱动努力投入的边界条件及其在测量层面的局限; 继而, 从难度

感知、努力感知和情绪体验三个维度深入解析主观因素的独立贡献、内在关联及其跨试次影响; 在此基础上, 

提出有待实证检验的双路径框架, 探讨认知需求与成长型/固定型思维模式如何通过不同路径调节主客观因素

对努力投入的动态影响。最后, 针对当前研究中指标混淆、机制不明等局限, 提出系统分离主客观效应、构建

多模态评估框架及拓展应用情境等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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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的认知活动始终面临一个基本的资源配

置问题：在有限的心理资源约束下, 个体如何决

定在何时、何处以及投入多少认知努力？长期以

来, 最小努力法则(Law of Least Effort)被视为刻

画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主张, 个体

天然倾向于选择认知负荷最低的行动路径, 以最

小化心理资源的消耗 (Kool et al., 2010; Zipf, 

1949)。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倾向, 在自由选

择范式中, 被试系统性地回避高需求任务, 即便

两种选项的外部回报完全等价(Kool & Botvinick, 

2014, 2018)。然而, 这一原则无法解释日常生活中

普遍存在的另一类现象。个体有时会主动追求高

难度的智力挑战, 如解答复杂数学题、钻研深奥

的哲学论证或沉浸于策略型游戏等, 并在消耗大

量认知资源的过程中体验到强烈的满足感而非痛

苦。由此看来, 努力既可被视为昂贵的成本、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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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被赋予内在价值, 这一矛盾的现象被学者界

定为“努力悖论” (effort paradox; Inzlicht et al., 

2018)。这一悖论揭示, 认知努力的投入并非简单

的趋利避害过程, 而是涉及更为复杂的动态决策

机制。 

那么, 认知努力投入究竟由什么决定？传统

研究倾向于从客观任务特征出发回答这一问题。

在此视角下, 任务的客观难度被视为驱动努力投

入的首要因素(Brehm & Self, 1989; Shenhav et al., 

2017); 在认知控制领域, 通常被操作化为认知冲

突水平、工作记忆负荷或任务切换成本。例如, 在

经典的 Stroop 范式中, 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延

长与正确率降低被广泛视为个体投入额外认知努

力以克服冲突的行为指标(Stroop, 1935; Frömer 

et al., 2021)。然而,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客观指

标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 反应时的延长既可能

反映个体为克服困难而主动投入的高努力, 也可

能反映低认知能力导致的被动加工迟缓, 这种混

淆使得客观行为指标难以精确分离努力投入意愿

与个体能力(Inzlicht et al., 2018; Steele, 2020); 另

一方面 , 现有认知努力客观测量范式在理论基

础、操纵方式和测量指标上存在明显异质性。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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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琳等人(2025)指出 , 实验法仍面临努力与难度

混淆、个体认知能力差异、任务时间和理论模型

差异等问题, 不同测量工具的效度仍有待进一步

验证。这表明, 仅依赖客观任务指标解析认知努

力投入过程, 可能混入任务难度、能力差异和测

量范式差异的影响。 

与客观取向的局限相对照, 近年来的一些研

究开始揭示产生于努力投入过程的主观感受在后

续努力投入中的独立作用。已有研究发现, 相较

于客观任务参数, 个体的主观感受, 如对任务难

度的元认知评估、对自身资源消耗的实时监控以

及伴随努力过程产生的情绪反应, 显著影响后续

任务中的努力投入水平 (Hughes et al., 2025; 

Corlazzoli et al., 2023)。然而, 主观感受本身并非

在个体间均质分布, 即便面对完全相同的客观任

务条件和相似的整体表现水平, 不同个体在主观

体验及努力分配策略上仍可能表现出显著差异

(Cacioppo et al., 1996; Matthews, 2007)。这提示我

们, 个体的认知动机特质(如认知需求)和信念系

统(如内隐智力理论)可能在客观任务需求→主观

感受→努力投入的路径中扮演重要的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围绕认知努力投入中的

客观任务需求、主观感受及个体差异调节三个相

互关联的问题(框架如图 1), 对近年来认知努力领 
 

域的理论进展与实证发现进行梳理和分析, 以深

入解析影响个体努力投入的因素。具体而言, 本

文首先界定认知努力的核心概念并梳理主要理论

模型的演进(第 2 节); 随后分别考察客观任务难

度对努力投入的驱动作用及其局限性 (第  3 节 ), 

以及主观难度感知、主观努力感知和主观情绪体

验三类主观因素的独立贡献与相互关系(第 4 节);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认知需求和成长型/固定

型思维模式(内隐智力理论)等个体差异变量如何

调节努力投入过程(第 5 节); 最后, 总结当前研究

的主要进展, 指出现存不足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

向(第 6 节)。 

2  认知努力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认知努力的概念辨析 

尽管认知努力在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中被

广泛研究 ,  但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却未达成共

识。当前文献中至少存在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概念

取向。第一种取向将认知努力视为一种客观的资

源消耗过程, 个体为完成认知任务而调动的有限

加工资源的数量(Westbrook & Braver, 2015)。在此

视角下, 努力可以通过生理指标(如瞳孔直径、心

血管反应)或神经活动(如前额叶皮层激活水平)来

客观量化。第二种取向则强调认知努力的现象学 

 
 

图 1  认知努力投入的主客观影响因素及其个体差异调节的理论整合框架 
注：黑色实线箭头表示客观任务难度、主观感受与努力投入之间的主要影响路径; 蓝色箭头表示认知需求和思维模式两条

平行路径的调节作用, 同时表示努力经验对后续主观感受和努力分配的跨试次更新。彩图见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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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将其界定为个体在执行认知任务时对自身

资源消耗的主观体验(Shepherd, 2023; Székely & 

Michael, 2021)。在此视角下, 努力本质上可被视

为一种感受, 即个体对“这项任务有多费劲”的内

省判断, 而非可被外部直接测量的客观变量。近

期有研究从哲学与计量学的双重维度对这种现象

学取向进行了深化分析, 指出心理努力强度的主

观度量与心血管指标之间存在系统性对应关系 , 

但二者并非简单的线性映射(Gendolla, 2025b)。第

三种取向将认知努力视为一个基于成本−收益计

算的决策过程(Shenhav et al., 2013, 2017), 这也是

近年来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视角。在此框架下 , 

努力既不单纯是资源消耗的客观事实, 也不仅仅

是主观的现象学体验, 而是个体在权衡预期收益

与预期成本后做出的动态分配决策。基于此, 已

有研究提出认知努力为何被体验为成本这一问题, 

指出努力的主观成本可能并非固有的生物学约束, 

而是服务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性信号(Otto et al., 

2025)。上述三种取向之间并非相互排斥, 但它们

在测量策略和理论预测上的差异构成了当前该领

域研究中诸多争论的根源。 

认知努力还需与若干相近概念加以区分, 从

而避免实证研究中常见的概念混用问题。认知负

荷侧重于描述任务本身对信息加工系统施加的客

观需求(Miller & Cohen, 2001), 是努力投入的触

发条件之一, 但并不等同于努力本身, 因为同一

水平的认知负荷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努力投入。

认知控制是指个体灵活调动心理资源以实现内在

目标的心理过程(Miller & Cohen, 2001), 认知努

力是实施认知控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心理疲劳

则是持续认知努力投入的后果状态, 表现为后续

任务中控制资源的可用性降低和主观疲惫感增强

(Müller & Apps, 2019)。 

此外, 认知努力的测量方法呈现出明显的异

质性。杨艺琳 等(2025)将现有方法概括为自陈量

表与实验法, 并指出实验范式可进一步按工作记

忆、反应冲突、注意和数字运算等核心功能加以

区分。在此基础上, 瞳孔直径、心血管反应、事

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等生理或

神经指标也常被用于辅助刻画任务中的努力投入

水平。然而, 测量方法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它们

必然指向同一潜在构念。方法学研究进一步揭示, 

需求选择任务、认知努力折扣范式和理性推理任

务三类常用行为指标之间相关较低, 且部分指标

同时受到认知需求的影响(Mækelæ et al., 2023)。

这表明 , 不同任务范式可能分别捕捉了努力回

避、努力折扣、推理能力或认知动机等不同成分, 

而非一个统一的客观认知努力指标。由此, 仅依

赖单一客观范式解释认知努力投入存在局限, 这

也从方法学角度支持了将行为表现、生理/神经指

标与主观报告结合起来的多模态评估思路。 

本文虽聚焦认知努力, 但体力努力是理解努

力价值不可忽视的参照形式。二者都可被纳入成

本−收益权衡框架 , 个体通常会折扣需要付出努

力才能获得的奖励, 且这种折扣既可发生在认知

任务中 , 也可发生在握力、运动等体力任务中

(Białaszek et al., 2017)。不过, 认知努力与体力努

力并不完全等同。体力努力通常可以用最大自主

收缩百分比、能量消耗或运动负荷等指标较直接

地校准; 认知努力则更多依赖任务负荷、反应时、

错误率、瞳孔或主观报告等间接指标。更重要的

是, 不同努力类型的主观价值函数和个体差异模

式可能并不一致。例如, Chong 等人(2018)发现, 

精英运动员相较非运动员表现出更高体力努力动

机 , 但其认知努力折扣模式也呈现不同形态 ; 

Ackerman 等人(2020)对多类心理与体力任务的主

观效用评估亦显示, 个体对不同任务类型的厌恶/

吸引并非单一维度。因此, 本文关于主观感受、

价值评估和个体差异的观点可部分推广至体力努

力, 但应将体力努力视为相似而非同质的努力形

式, 并在具体研究中分别检验。 

2.2  核心理论模型 

2.2.1  努力的本质：主观成本的起源理论 

在讨论认知努力投入之前, 一个更基础的问

题是, 为什么认知努力会被个体体验为“有成本”

的心理活动？尽管认知努力的厌恶性已得到大量

行为和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支持, 但其主观成本究

竟源自何处仍未形成统一解释 (Westbrook & 

Braver, 2015; Shenhav et al., 2017; Kool & Botvinick, 

2018)。不同于早期资源耗竭模型将努力感归因于

某种有限心理资源的消耗, 近年来的观点倾向于

将主观努力成本理解为大脑对受控信息加工代价

的动态评估。其中, 机会成本理论是最具代表性

的心理学解释。Kurzban 等人(2013)认为, 与执行

功能相关的特定计算机制在同一时刻难以同时服

务于多个高需求任务, 因此, 当个体将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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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给当前任务时, 就意味着放弃了将其用于其

他潜在高价值活动的机会。据此, 努力的现象学

体验可被理解为大脑对当前任务占用执行系统、

并排除其他用途所产生机会成本的感知性输出 ; 

这一体验反过来促使个体重新评估是否继续维持

当前努力投入, 或对控制资源进行减少、转移与

重新分配。此外, 机会成本理论与下文的期望价

值控制理论(Expected Value of Control, EVC)并非

替代关系, 而是位于不同解释层次：前者主要回

答为什么努力会被体验为成本, 后者则进一步回

答个体如何在成本−收益之间做出关于投入多少

努力的决策。 

Otto 等人(2025)进一步指出, 关于认知努力

主观成本的来源, 当前至少存在三类解释。信息

论视角强调受控加工中信息选择、编码、维持与

精度调节所需的计算代价(Zénon et al., 2019); 心

理学视角以机会成本理论为代表(Kurzban et al., 

2013), 强调当前任务对有限认知资源的占用会带

来替代收益损失; 生物或神经动力学视角则关注

神经系统从低需求状态转向目标导向状态时所需

的调节代价(例如神经网络状态转换、控制能量和

生理唤醒调节等; Otto et al., 2025)。三类理论虽各

自具有独特的预测能力, 但能否被映射到同一形

式化变量中, 仍是认知努力研究尚未解决的关键

问题。 

2.2.2  努力投入机制：动机强度理论 

动机强度理论(Motivational Intensity Theory)

是最早系统描述努力投入规律的理论框架。

Brehm 和 Self (1989)提出, 努力投入随任务需求

的增加而呈比例增加, 但这种增加是以目标的可

行性为前提。具体而言, 当个体判断任务需求在

其能力范围内且目标值得追求时, 努力会随难度

的提升而线性增加; 一旦任务需求超过个体的能

力阈值或预期收益不足以证明努力的合理性时 , 

个体便会放弃努力, 表现为努力投入的骤降, 即

所谓的脱离点(disengagement point)。该理论强调

努力投入并不随任务需求的增加而无限提升, 而

是受制于个体对可行性与价值的综合判断。 

Gendolla (2025a)进一步拓展了动机强度理论, 

揭示了情绪状态对努力强度的调节作用。其研究

发现, 情绪通过改变个体对任务难度的评估来影

响努力投入：负性情绪使个体倾向于高估任务难

度, 从而在中等难度任务中投入过多资源, 但在

明确的高难度任务中更早脱离; 正性情绪则产生

相反的效应。这一发现将动机强度理论从纯粹的

客观需求驱动框架拓展为包含主观评估成分的混

合模型, 为后续理论的整合奠定了基础。 

2.2.3  努力投入机制：期望价值控制模型 

期望价值控制理论(EVC)是当前解释认知努

力决策最具影响力的神经计算模型。该模型提出, 

需要努力投入的认知控制本质上是一种受动机驱

动的、基于价值计算的决策行为(Shenhav et al., 

2013)。具体而言, 大脑持续在预期收益(完成任务

所获得的外部奖赏或内在满足)与努力成本(实施

控制所需付出的计算性代价)之间进行权衡, 选择

使期望价值(EVC = 预期收益 − 预期成本)最大

化的控制强度。在 EVC 模型中, 背侧前扣带皮层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为执行这

一价值计算的神经枢纽。dACC 持续监测环境信

息(陈安涛, 2019), 整合两类关键输入, 一是预期

收益信号, 二是与控制强度呈非线性正相关的努

力成本信号(Kolling et al., 2016; Shenhav et al., 

2013)。这一过程同时受到个体状态的调节, 而状

态在计算层是一个整合了外部环境特征与个体内

部生理/心理指标的集合。后续的实证研究(Frömer 

et al., 2021)进一步深化并拓展了这一机制, 通过

探究个体状态中的控制效能成分, 证实了个体对

控制在当前状态下能否有效获益(即提升成功概

率)的自适应预期, 是驱动主动性认知控制分配的

关键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 , EVC 框架中的主观成本

(subjective cost)是用于计算控制净期望价值的计

算变量, 而不应直接等同于个体现象学层面的主

观努力体验(felt effort)。前者指系统在评估不同控

制强度时所纳入的预期代价, 可通过行为选择、

努力折扣或绩效调节等方式整合评估; 后者则是

个体在执行任务时可被内省觉知的现象学体验 , 

可 通 过 即 时 自 我 报 告 测 量 (Shepherd, 2023; 

Székely & Michael, 2021)。二者是否对应同一潜在

构念, 目前文献中仍存在争议(Otto et al., 2025)。

一种观点认为主观努力体验即是主观成本的现象

学呈现; 另一种观点则指出, 主观努力整合了多

重信号(机会成本、累积疲劳、价值预期等), 并非

主观成本的简单镜像。从状态整合的视角来看 , 

主观努力体验、主观难度感知以及情绪体验, 本

质上都是个体的内部状态在元认知监控层面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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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学呈现。大脑通过实时监测这些主观状态, 来

动态修正和更新对于结果的评估, 从而导致主观

努力体验与模型中的计算成本产生系统性的非线

性偏离(如在高效能状态下呈现高努力、高愉悦的

心流体验)。本文将主观成本(计算变量)与主观现象

学体验视为两个不同维度的构念, 并将二者之间的

映射关系视为有待解答的开放问题, 而非前提。 

2.2.4  理论整合的新趋势：层次区分与未解问题 

近年来, 认知努力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从单一

理论解释走向跨层次整合的趋势。Silvestrini 等人

(2023)提出了一个桥接动机强度理论与神经计算

模型的整合框架。该框架指出, 动机强度理论中

的比例性原则和脱离点机制可以被重新表述为

EVC 模型中的特殊情况。当预期收益固定时, 努

力随需求成比例增加对应于 EVC 的最优化解; 而

当需求超过能力上限时, 继续投入控制不再具有

正的期望价值, 脱离便成为适应性选择。由此, 努

力投入并非随客观难度线性上升, 而更可能表现

为随主观难度和可行性评估变化的非线性函数。 

这一整合将过去分属动机心理学、神经经济

学和计算神经科学的模型纳入努力分配这一共同

问题之下, 并为理解主观难度、效能预期、奖励

价值和情绪状态如何调节努力投入提供了支点。

然而, 该整合主要解决的是个体如何决定是否投

入努力以及投入多少努力的机制问题, 而非努力

为什么会被体验为成本的起源问题。此外, 现有

整合模型还面临另一个挑战：多数 EVC 式模型倾

向于将控制投入简化为强度维度, 即投入多少控

制; 但实际的认知控制实施往往还涉及投入哪一

种控制的问题。例如, 个体可以选择增强目标相

关信息、抑制干扰、提高反应阈限、更新工作记

忆表征或改变任务策略。Ritz 等人(2022)因此提出, 

认知控制更应被理解为一个多维优化问题, 努力

成本不仅决定控制强度, 也可能决定控制配置的

选择。未来理论整合需要同时回答三个层次的问

题：第一, 主观成本从何而来; 第二, 成本与收益

如何决定控制投入强度; 第三, 个体如何在多种

可能的控制策略之间进行选择。 

由此可见, 认知努力理论的演进已从早期以

客观任务需求为核心驱动力的需求决定论, 逐步

转向强调客观任务需求—主观成本体验—价值权

衡—控制配置之间的动态耦合。然而, 主观难度、

主观努力和主观情绪体验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具有

独立贡献, 以及它们如何与客观任务难度、能力

判断和个体差异共同决定努力投入, 仍缺乏系统

的实证量化。后文将进一步围绕“客观任务难度的

作用及局限→主观感受的作用→个体差异对主客

观通路的调节”展开实证证据梳理。 

3  客观任务难度对认知努力的驱动与
局限 

若认知努力投入并非单纯的资源消耗, 而是

一个综合权衡成本、收益、可行性与内部状态的

动态决策过程, 那么, 首先有必要厘清传统研究

中最常用的外部输入变量——客观任务难度——

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3.1  客观难度驱动努力投入的经典证据 

在认知心理学实验中, 客观任务难度是操纵

和测量认知努力最基本的手段, 并将由此引发的

行为与生理变化视为努力投入的指标。以经典的

Stroop 冲突范式为例(Stroop, 1935), 在不一致试

次中, 色词的语义(如“红”)与其物理颜色(如蓝色)

产生冲突, 个体需抑制阅读字义的自动化优势反

应以正确报告字色, 任务难度显著高于一致试次

(字义与字色一致)。相较于一致条件, 不一致条件

下的反应时显著延长、正确率显著降低, 表明该

条件下的努力投入水平更高。这一稳健的干扰效

应(即 Stroop 效应)已在从儿童到老年的各年龄群

体中得到验证(Ménétré & Laganaro, 2023; West & 

Alain, 2000)。此外, 通过在组块水平操纵冲突比

例(25% vs. 75%)改变客观任务难度, 继而影响努

力投入水平。Xing 等人(2025)揭示, 在预期高冲

突试次中, 个体启动需要更多努力投入的主动性

控制 , 且认知控制信号在刺激呈现前即已增强 ; 

在预期低冲突试次中, 个体采用更为自动化(即努

力投入更少 )的反应性控制 (Braver et al., 2021; 

Braver, 2012)。由此说明, 客观任务难度不仅在试

次内驱动努力投入, 还可以通过预期机制在试次

间传递。 

来自生理和神经层面的证据为客观难度驱动

努力投入的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在瞳

孔测量层面, 瞳孔直径随任务难度的增加而扩大

(Van Der Wel & Van Steenbergen, 2018), 反映了蓝

斑 −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在努力投入中的激活

(Nieuwenhuis et al., 2005)。在心血管反应层面 , 

Bouzidi 等人(2022)发现, 当任务难度在中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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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变化时, 收缩压和心率等心血管指标会随难度

的增加而相应增强, 符合动机强度理论的比例性

原则预测。在脑电(ERP)层面, P300 成分的振幅被

视为个体对目标刺激分配注意资源的指标 (Kok, 

2001; Polich, 2007), 其振幅的变化模式为理解不

同难度条件下的资源分配策略提供了重要信息。

此外, P300 振幅随认知负荷的增加呈现出系统性

变化在工作负荷评估研究中也得以证实(Allison 

& Polich, 2008)。 

然而, 努力投入并非可以随任务难度的提升

无限增加。根据动机强度理论的核心预测(Brehm 

& Self, 1989), 当客观任务需求超过个体能力的

上限时, 继续提高努力投入水平仍无法提升任务

表现, 此时个体会选择放弃, 出现努力的脱离现

象。这一天花板效应已在多项实证研究中得到验

证。Shenhav 等人(2017)从神经经济学的视角对此

进行了重新解释, 在 EVC 框架下, 努力脱离对应

于期望价值降至零以下的临界点, 此时继续投入

努力的成本将超过任何可能的收益。Lieder 和

Griffiths (2019)进一步从资源理性的角度指出, 这

种脱离行为并非认知系统的失败, 而是在有限认

知资源约束下的最优策略。这一机制揭示了客观

难度对努力投入的驱动存在内在的边界条件, 难

度与努力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正相关, 而是呈现

出先增后降的倒 U 型关系。 

3.2  客观指标衡量努力投入的局限 

尽管客观任务难度在驱动认知努力方面的作

用已在不同认知任务中得到充分证实, 但越来越

多的研究者意识到, 纯粹依赖客观指标来推断努

力投入水平存在若干问题。 

首先是混淆问题。反应时和正确率是推断努

力投入最常用的行为指标, 但它们面临一个解释

歧义问题, 反应时的延长既可能反映个体为克服

困难而主动投入的高认知努力, 也可能仅仅反映

低认知能力导致的被动加工迟缓(Inzlicht et al., 

2018)。在前一种情况下, 长反应时对应于高努力; 

在后一种情况下, 长反应时恰恰对应于低努力(反

映低效加工)。这一分歧使得研究者难以仅凭行为

表现就确定个体努力水平的高低。类似地, 高正

确率既可能源于高努力投入, 也可能源于任务本

身对特定个体而言难度较低, 即能力充分而无需

额外努力(Steele, 2020)。 

其次, 行为表现并不等同于努力投入。这一

区分虽在理论层面已获广泛认可, 但在实证操作

中却常被忽视。Shenhav 等人(2017)明确指出, 任

务表现受制于个体能力的上限, 而努力反映的是

动机强度, 两者虽然相关, 但在本质上属于不同

的概念。例如, 两名被试在同一任务中可能表现

出完全相同的正确率, 但其中一人可能在能力余

量充足的情况下仅投入了最低限度的努力; 而另

一人则在能力极限附近投入了大量努力才勉强达

到同等水平。因此, 仅凭客观行为数据无法区分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努力状态。Questienne 等人

(2021)在其综述中也强调了这一问题 , 并提出应

将主观体验变量纳入认知冲突研究的标准测量方

案。换言之, 行为指标(反应时、正确率)与努力投

入之间尚未建立唯一的对应关系, 依据行为模式

推测努力投入水平仍需根据具体任务情境具体

讨论。 

第三 , 不同客观测量范式之间的收敛效度

低。认知努力的客观测量涉及多种范式 , 包括

N-back 工作记忆任务、冲突任务、认知努力折扣

范式、双任务范式等, 理论上它们都应该在捕捉

认知努力这一潜在构念。然而, 近期方法学研究

及综述指出, 不同实验范式在理论基础、操纵方

式和测量指标上存在明显差异(杨艺琳等, 2025)。

例如, Mækelæ 等人(2023)比较需求选择任务、认

知努力折扣范式和理性推理任务, 发现三类常用

行为指标之间均未显著相关。这表明, 不同客观

指标可能测量的是努力回避、努力折扣、推理能

力或认知动机等不同成分 , 而非统一的努力构

念。这一发现不仅提示任何单一客观范式都不宜

被视为努力投入的金标准, 也从方法论层面支持

将主观感受纳入多模态评估框架。 

3.3  从绝对难度到相对需求：能力差异的个体化

校准 

针对能力差异带来的混淆, 近年来认知努力

相关研究出现了一个重要方法学转向, 即将客观

难度从固定的外部任务参数转化为相对于个体能

力的相对任务需求。换言之, 研究者不再默认所

有被试面对同一 N-back 等级、同一反应时限或同

一刺激辨别阈限时具有相同主观负荷, 而是通过

极限测量、接替程序、训练阶段表现或目标正确

率, 将任务参数校准到个体可比的成功概率、相

对难度或主观负荷水平。这一优化能够减少工作

记忆容量、加工速度或一般认知能力差异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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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测量的干扰, 使研究者更有把握地解释努力

敏感性、主观成本和价值评估的个体差异。 

Westbrook 等人(2013)和 Frömer 等人(2021)

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学启示。前者并未直接按工作

记忆容量调整 N-back 等级, 而是通过认知努力折

扣范式估计不同负荷的个体化主观价值和无差异

点, 从而揭示同一客观负荷可对应不同主观成本; 

后者也不是能力标定范式, 但通过自适应配对程

序分离预期奖赏、努力效能感和 Stroop 反应一致

性所代表的任务难度, 表明控制投入并非由难度

单独决定, 而是受到奖励和效能感的调节。这类

研究共同说明, 固定客观难度不足以单独揭示努

力投入, 研究设计需要进一步区分任务难度、成

功概率、效能感和主观成本。更直接的个体化校

准研究则在任务参数层面对能力差异进行控制。

相关研究通过采用心理物理阶梯程序、基线能力

分层、训练阶段正确率校准或个体化反应时限等

方法, 将高、低努力条件设定在相对个体能力可

比的范围内(Aben et al., 2020; McFerren et al., 

2021; Ang et al., 2023; Fleming et al., 2023; Master 

et al., 2024)。这些做法的共同目标并不是排除客

观难度, 而是使客观难度具有个体参照意义, 即

同一高努力条件对不同被试可能对应不同绝对参

数, 但应尽可能对应相近的成功概率、相对挑战

水平或主观负荷。需要注意的是, 成功概率校准

并不必然等同于主观努力等值, 因此较理想的设

计还应同步采集主观难度、主观努力和情绪体验, 

以检验个体化参数是否真正实现了主观层面的可

比性。 

总而言之, 客观任务难度仍是认知努力投入

不可或缺的触发条件, 但其解释力依赖于能否区

分任务参数、个体能力、成功概率与主观体验。

相同客观条件下的巨大个体差异、行为表现与努

力投入之间的不完全对应, 以及不同客观指标之

间的低收敛性, 共同提示认知努力并非对外部任

务需求的简单反应, 其中还嵌入了个体层面的主

观加工成分。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从主观感受的

视角重新理解认知努力投入过程。 

4  主观感受对认知努力投入的贡献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指出, 伴随努

力投入产生的主观感受会对后续努力分配发挥关

键作用(Corlazzoli et al., 2023)。换言之, 个体感受

到什么可能比实际发生了什么对努力投入的影响

更大。本节从主观难度感知、主观努力感知和主

观情绪体验三个维度, 逐一论述主观因素在认知

努力投入中的独立贡献, 并进一步分析三种主观

维度之间的内部关系及其时间动态特征。 

4.1  主观难度感知：对任务需求的元认知评估 

主观难度感知是个体对任务需求及自身应对

能力的元认知评估(Double & Birney, 2019)。不同

于由研究者通过操纵任务参数来设定的客观难度, 

主观难度感知是个体基于自身经验、能力信念和

情境线索做出的主观判断。在测量上, 主观难度

通常通过单试次水平或任务后的自我报告量表来

评估。Steele (2020)的理论分析指出, 个体在任务

中的实际行为更多受其感知到的(主观)需求而非

实际的(客观)需求所驱动, 提示主观难度感知对

认知努力投入的影响可能超过客观任务参数本

身。Hughes 等人(2025)在一项针对老年群体的研

究中提供了直接的实证支持, 在控制了客观任务

参数之后, 主观难度感知仍然显著预测了认知努

力的分配策略, 而客观参数的独立预测效应则大

幅减弱。这一发现表明, 主观难度感知并非客观

难度的简单镜像, 而是包含了独立于客观指标的

预测信息。 

主观难度感知与客观难度之间的分离现象已

在多个研究中得到证实, 其来源至少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第一, 先验经验的扭曲效应。根据习得

性勤奋理论(Eisenberger, 1992), 反复成功的经验

会降低个体对相同客观难度任务的主观难度评估, 

而反复失败则会放大这一评估。Lemaire (2021)的

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在先前任务中经历失败的被

试, 在后续同等难度的算术任务中报告了更高的

主观难度, 并伴随任务表现的下降。第二, 年龄相

关的选择性参与。Hughes 等人(2025)发现, 老年

人倾向于在主观感知到高难度时主动降低任务参

与度(即选择性脱离), 而年轻人在相同的主观难

度水平下仍倾向于维持高努力投入。这种年龄差

异表明, 主观难度感知的行为后果受到个体认知

资源储备和自我调节策略的调控。第三, 加工流

畅性的影响。信息加工的流畅性是个体判断任务

难度的重要线索(Reber et al., 2004), 当任务的加

工流畅性较高时(如刺激对比度高、呈现时间充足), 

个体倾向于低估任务难度; 反之则倾向于高估。

这种基于流畅性的启发式判断可能导致主观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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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系统性地偏离客观难度水平。此外, 元认知

监控中的系统性偏差(Yeung & Summerfield, 2012)

也可能是主客观分离的重要来源, 即个体对自身

认知过程的内省并非总是准确的。 

4.2  主观努力感知：对资源消耗的实时监控 

如果说主观难度感知是个体对这项任务有多

难的预判性评估, 那么主观努力感知则是个体在

这项任务中投入多少努力的实时监控。已有研究

强调, 主观努力感知是个体对自身资源调动过程

的主观觉知, 而非外部观察者可以直接测量的变

量(Dreisbach & Jurczyk, 2022; Székely & Michael, 

2021), 从而说明主观努力感知可能携带着客观指

标无法捕捉的独特信息。 

已有研究发现主观努力感知与实际产出之间

存在系统性的非线性偏离(Rewitz et al., 2024)。具

体而言, 在低负荷区间(如主观努力的 20%~40%), 

主观努力评级与实际产出之间的对应关系较为紧

密 ; 但在中高负荷区间 (60%~80%), 主观努力评

级对实际产出的预测偏差显著增大。这一非线性

模式表明, 主观努力感知并非客观资源消耗的线

性映射, 而是在特定区间内会系统性地偏离客观

基准。根据补偿性控制理论(Hockey, 1997), 个体

倾向于将主观努力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舒适区间

内 , 当客观需求推动努力水平超出这一区间时 , 

个体会启动补偿性策略(如降低对任务的投入标

准或调整速度−准确性权衡), 以将主观体验拉回

可承受范围, 由此造成了中高负荷区间内主客观

指标的偏离。 

最新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主观努力感知的多重

决定因素。主观努力评级并非仅由即时的资源消

耗所决定, 还受到任务失败的经验、累积疲劳的

感受以及对后续任务需求的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共

同影响(Herzberg et al., 2026)。特别是, 任务失败

对主观努力评级的影响会随着疲劳的累积而放大, 

这种交互作用在抑郁倾向较高的个体中尤为显

著。该发现表明主观努力感知由多因素构成, 也

提示了个体差异变量(如情绪特质)可能通过改变

主观努力感知的形成机制来间接影响努力决策。 

4.3  主观情绪体验：努力悖论中的情感信号 

认知努力过程不仅涉及对难度和资源消耗的

元认知评估, 还伴随着丰富的情绪体验。本节所

讨论的努力过程中的情绪效价, 本质上对应努力

悖论理论, 即努力一方面会作为成本降低预期奖

励的主观价值, 另一方面又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提

升结果价值或赋予活动本身以积极意义(Inzlicht 

et al., 2018)。因此, 主观情绪体验并非简单地随努

力投入单调变负或变正, 而是取决于努力发生的

时间阶段、努力类型以及努力受益对象等条件。 

关于努力与情绪的关系, 当前文献中存在两

种看似矛盾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努力即厌恶, 

努力投入更多与负性情绪相关。情绪信号假说

(Affective Signaling Hypothesis; Dignath et al., 

2020)提出, 认知冲突会诱发负性情绪体验, 而这

种负性情绪本身就是驱动大脑进行控制调整的信

号(Dreisbach & Fischer, 2015)。在此框架下, 当个

体面临认知冲突时, 信息加工的流畅性降低, 这

种降低被前扣带皮层(ACC)标记为一种厌恶信号

(Botvinick, 2007; 杨倩, 2022)。来自面部肌电和自

我报告的研究证实, 高冲突任务能够诱发皱眉肌

的收缩以及不愉悦的主观情绪评分(Dreisbach & 

Fischer, 2015; Saunders et al., 2017)。Vermeylen 等

人(2020)的 fMRI 研究更进一步发现, 认知冲突与

负性情绪在内侧额叶皮层存在共享的神经表征 , 

从神经基础层面支持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元

分析系统量化了这一关联, 在汇总了大量实证研

究后, 认知努力与负性情绪之间呈现出稳健的正

相关关系(David et al., 2024), 即努力程度越高 , 

伴随的负性情绪体验越强。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努

力即满足, 努力投入更多与正性情绪(如奖赏)相

关。Inzlicht 等人(2018)从努力悖论的视角出发指

出, 努力过程并非总是令人厌恶的, 它同样具有

诱发积极情绪的潜力。根据自我决定理论(Ryan & 

Deci, 2000), 当个体在高挑战性任务中感受到胜

任感时, 努力过程可以满足基本心理需求从而产

生内在满足。习得性勤奋理论(Eisenberger, 1992)

则从学习的角度提供了补充解释, 当个体在过往

经验中反复因克服困难而获得奖赏时, 努力的感

觉本身会与奖赏建立联结, 转化为一种内部奖赏

信号。实证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论断(Clay et al., 

2022), 当认知努力与积极的结果反馈配对时, 个

体对高努力任务的内在偏好会显著增加, 表明努

力的主观价值是可塑的, 可以通过学习经验而获

得正性情绪体验。 

上述两种观点看似矛盾, 实则共同指向努力

悖论中的条件性机制。努力过程究竟诱发负性还

是正性情绪, 首先取决于目标可行性和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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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认为目标可达且任务与个体目标高度契合

时, 努力更可能被体验为有价值的挑战而非无谓

的消耗; 当努力被评估为低效、不可控或缺乏意

义时 , 则更容易被体验为消耗和厌恶 (Brehm & 

Self, 1989; 司双庆 等, 2024; 曹思琪 等, 2022)。 

此外, 近期研究提示, 解释努力情绪效价至

少还需考虑努力执行时间、努力类型和努力受益

对象三个维度。首先, 努力执行时间影响努力是

被预期为成本, 还是被回溯性地赋予价值。在努

力发生之前, 个体通常将努力表征为即将付出的

机会成本, 因而出现努力折扣。Johnson 和 Most 

(2023)发现 , 认知努力越临近当前时点 , 个体对

奖励的折扣越强, 而当努力被推迟到未来时, 折

扣程度下降。相反, 在努力完成之后, 努力可能通

过努力合理化、结果归属和奖赏预测误差信号提

升结果价值。例如 , Norton 等人 (2012)提出的

“IKEA效应”表明, 亲自投入劳动会增加个体对产

物的主观估值; Jarvis 等人(2022)的研究进一步显

示, 体力努力在选择前会折扣价值, 但在选择后

会增强正性奖赏预测误差、削弱负性奖赏预测误

差, 从而促进学习。由此可见, 努力的负性效价更

多出现在前瞻性成本评估中, 正性效价则更可能

出现在完成后或反馈阶段。其次, 努力类型影响

上述情绪效价转换能否从认知努力推广至体力努

力。体力努力和认知努力都可以降低奖励的主观

价值, 但二者并非同一构念。体力努力更直接涉

及能量消耗、疼痛、疲劳和身体反馈; 认知努力

则更多依赖任务负荷、控制需求和主观资源消耗

等间接指标。因此, 二者可以共享努力折扣这一

价值计算逻辑, 却可能在折扣函数、测量方式和

个体动机结构上存在差异(Białaszek et al., 2017; 

Chong et al., 2018)。这提示本文关于认知努力的

情绪效价的讨论可为体力努力研究提供参考, 但

不宜简单等同推广。最后, 努力受益对象的社会

属性也会调节努力的情绪效价。为自己努力时 , 

个体主要权衡个人收益与努力成本; 为他人或慈

善对象努力时, 社会距离、亲社会动机和帮助他

人的积极情绪会进入价值评估, 使努力既可能因

收益归属他人而被进一步折扣, 也可能因亲社会

意义而获得额外价值 (Lockwood et al., 2017; 

Depow et al., 2022; Lockwood et al., 2021)。 

综合来看, 主观情绪体验应被理解为努力悖

论在具体情境中的情感表现, 努力前偏向预期成

本和厌恶信号, 努力中受任务可行性、负荷类型

和控制感调节, 努力后又可能通过努力合理化、

反馈学习和社会意义转化为积极价值。未来研究

在考察认知努力的情绪效价时, 应避免将努力—

负性情绪或努力—满足感视为单一路径, 而应同

时纳入时间阶段、努力类型和受益对象等边界条件。 

4.4  三种主观感受的关系与区分 

上述三种主观维度(难度感知、努力感知、情

绪体验)在概念上具有明确的区分。主观难度感知

指向对任务需求的预判性评估(这有多难), 主观

努力感知指向对资源消耗的实时监控(我花了多

大力气), 主观情绪体验则指向对努力过程的情感

效价评价(这让我感觉如何)。然而, 三者在实际的

认知加工中是否遵循一种简单的线性传递关系 , 

即难度大→高努力水平→负性情绪, 是一个值得

实证检验的有趣问题。 

就此, Lu 等人(2025)的最新研究发现, 任务

难度与努力投入对心流体验的影响可被分离。当

适度的挑战性 (高主观难度 )伴随沉浸式努力时 , 

个体反而报告了最高水平的积极情绪体验(即心

流状态), 而非预期的负性情绪。这表明高难度任

务与负性情绪的关系在特定条件下是不成立的 , 

其中的关键中介变量可能并非努力投入的绝对量, 

而是努力与个体能力之间的匹配程度。这提示我

们 , 三种主观维度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非线性

的、条件性的交互作用。 

在此基础上, 三种主观感受各自对努力投入

的独立影响亦已获得实证支持。Corlazzoli 等人

(2023)在实验中同时采集了被试在认知控制任务

中的主观难度评级、主观努力评级和主观情绪评

级, 并将它们与客观任务参数一同纳入回归模型

来预测后续试次的控制投入。结果发现, 即使在

控制了客观难度之后, 三种主观指标仍然各自保

留了显著的独立预测效应, 表明它们并非努力投

入客观因素的附带产物, 而是各自携带独特信息

与努力投入过程产生动态交互。然而, 关于三种

主观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即它们在多大程度上

共享加工基础, 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独立的信息

来源, 目前仍缺乏实证研究的探索。 

4.5  主观感受的时间动态特征 

前述 4.1 至 4.3 节主要在单一时间节点上说明

主观难度、主观努力和主观情绪如何影响努力投

入。然而, 真实情境下的认知努力投入是一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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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多阶段的决策过程。产生于前一阶段的主观

感受并非静止的认知加工副产物, 而是作为关键

的内在元认知信号, 前瞻性地重塑着个体在下一阶

段的努力决策。这种时间动态特征是连接外部客观

难度→内部主观感受→动态努力分配的时序桥梁。 

现有研究从三个层面支持这一桥梁作用。首

先, 主观难度具有经验依赖与线索整合特征。冲

突任务和元认知研究表明, 个体对难度的判断不

仅来自客观冲突, 还会整合反应时、反应重复、加

工流畅性和前一阶段经验等多种线索, 而且这些

线索权重会随训练和任务历史改变(Desender et al., 

2017; Questienne et al., 2021; Lemaire, 2021)。在认

知冲突情境中, 试次水平的主观难度、努力和挫

败感能够精细追踪冲突比例和当前试次一致性 , 

而组块水平报告相对粗略(Violato et al., 2025), 说

明主观感受的动态监控更适合在微观时间尺度上

发挥作用。其次, 主观努力体现累积校准。长时

程任务和努力决策研究显示, 努力、疲劳、无聊

和挫败等元认知体验会随任务进行而变化, 并与

行为调整、决策边界和后续选择相关 (Matthews 

et al., 2023; Vermeylen et al., 2025)。同时, 主观努

力本身并非单一负性构念, 任务要求所带来的努

力与个体主动投入的努力在愉悦、挫败和动机体

验上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Wahlers et al., 2025)。

第三 , 主观情绪 /挫败感为控制调整提供价值信

号。冲突厌恶、挫败和正负性情绪体验能够影响

个体是否继续投入控制、提高谨慎性或转向回避

策略(Desender et al., 2014; Dreisbach & Fischer, 

2015; Corlazzoli et al., 2023; Tan et al., 2026)。 

由此可见, 产生于努力投入过程的三类主观

感受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即时体验, 而是具有时间

动态性的内部信号：主观难度主要提供对任务需

求与应对可能性的前瞻性评估, 主观努力/疲劳反

映资源消耗的累积校准, 主观情绪/挫败感则提供

关于价值、威胁和回避倾向的情感信号。三者共

同把当前试次的客观任务特征转化为后续努力分

配的内部输入, 帮助个体评估继续投入努力是否

值得(Newton et al., 2020)。从神经计算的视角来看, 

这种经验效应具有累积性, 在连续任务中, 关于

努力与结果的主观连结会不断更新大脑对成本−

收益的权衡(Chong et al., 2017; 司双庆等, 2024), 

使得个体的努力投入策略呈现出适应性的动态调

整。这一动态视角提醒研究者不应仅在任务结束

后采集单一时间点的主观报告, 而应关注主观感

受在任务进程中的单试次变化及其对后续行为的

前瞻性预测。 

5  个体差异调节主−客观因素对努力投
入过程的影响 

主观感受在认知努力决策中发挥着独立于客

观因素的重要作用。然而, 为什么面对相同的客

观任务条件, 不同个体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主观体

验并采取迥异的努力分配策略？在与认知努力相

关的诸多个体差异变量中, 本文基于以下两个原

因重点讨论认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 NFC)和

内隐智力理论(成长型/固定型思维模式; 以下简

称“思维模式”)。第一, 二者均能进入本文“客观任

务需求→主观感受→个体差异调节”的主线框架, 

即通过影响个体对任务需求、努力成本、预期收

益、控制效能或努力意义等主观评估影响努力投

入。其中, 认知需求代表价值/成本评估路径, 回

答“认知活动是否值得投入？”; 思维模式代表归

因 /效能解释路径 , 回答 “困难和努力意味着什

么？”。第二, 二者均具有相对明确的理论和实证

基础。其中, 认知需求与认知努力折扣、高负荷

任务偏好、奖励/反馈诱发的控制投入以及自由选

择情境中的高冲突任务偏好有关(Xu et al., 2026; 

Yang et al., 2025; Johnson & Most, 2023; Westbrook 

et al., 2013; Sandra & Otto, 2018; Zerna et al., 

2023); 成长型 /固定型思维模式的证据则从一般

自我调节和学业坚持性, 进一步延伸到加工不流

畅解释、错误/反馈加工、成就性认知测验前的练

习时间、多任务选择情境中的努力分配, 以及失

败后的补救性学习或防御性修复选择(Blackwell 

et al., 2007; Burnette et al., 2013; Janssen et al., 

2021; Cury et al., 2008; Hong et al., 1999; Mangels 

et al., 2006; Miele & Molden, 2010; Miele et al., 

2011; Moser et al., 2011; Schroder et al., 2014, 2017; 

Song et al., 2020; Nussbaum & Dweck, 2008; 

Suzuki et al., 2021; Yeager et al., 2019)。其他变量, 

如自我决定动机、特质焦虑和抑郁倾向等, 虽与

努力投入相关, 但其与本文主线的对应关系更偏

向一般动机背景、情绪状态或临床风险因素, 故

本文将其作为补充背景予以简要说明。 

5.1  认知需求：对努力预期价值的重评估 

认知需求是指个体对需要付出认知努力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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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持有的内在享受和主动追求的特质倾向

(Cacioppo et al., 1996)。高认知需求个体倾向于享

受思考过程本身, 主动寻求具有挑战的任务, 并

对复杂问题保持持久的兴趣; 低认知需求个体则

倾向于回避认知负荷, 偏好简单明了的信息加工

路径(Westbrook et al., 2013)。作为一种稳定的认

知动机特质, 认知需求已被证实能够预测从认知

任务表现到语言学习再到学业成就中的信息加工

深度(Yang et al., 2025; Cheong et al., 2022; Strobel 

et al., 2024)。 

在 EVC 框架下, 认知需求对认知努力的调节

作用主要体现为改变认知活动本身的价值或成本

评估。高认知需求个体更可能把复杂思考视为有

趣和有价值的活动, 因此, 同等任务需求在其主

观价值函数中并不只是成本, 也可能包含内在奖

赏成分(Sandra & Otto, 2018; 曹思琪 等, 2022; 

钱一敏, 潘发达, 2022)。这一价值赋予能够部分抵

消努力的固有成本(Zhang et al., 2022), 使高认知

需求个体在面对高难度任务时表现出较弱的努力

厌恶、更高的挑战偏好和更积极的努力投入。相

关实证研究显示, 高认知需求个体更倾向于选择

高冲突任务, ERP 结果也提示其冲突相关控制投

入更强(Xu et al., 2026); 高认知需求个体对高负

荷 N-back 任务的主观价值折扣较弱, 甚至可能偏

好更高任务负荷, 且较少受到努力临近程度的调

节, 而低认知需求个体表现出更强的认知努力折

扣 (Zerna et al., 2023; Johnson & Most, 2023; 

Westbrook et al., 2013); 此外, 认知需求会调节奖

励 /反馈诱发的认知控制投入(Yang et al., 2025; 

Sandra & Otto, 2018; Zhang et al., 2022)。这些证据

提示, 认知需求并非简单提高一般认知表现, 而是

可能使个体更依赖内部挑战价值来维持努力投入。 

从发展视角来看, 个体对认知努力的价值评

估可能在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开始分化。Wolff

等人(2024)在儿童群体中发现 , 对认知努力和体

力努力的偏好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 部分儿童

表现出显著偏好认知挑战的倾向, 且这种偏好与

其后续的学业表现存在预测性关联。这一发展性

证据表明, 认知需求的认知动机倾向可能在个体成

熟过程中逐步形成, 并持续塑造其努力分配模式。 

5.2  内隐智力理论：成长型/固定型思维对努力意

义的建构 

内隐智力理论(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又常以成长型/固定型思维模式表述)本身是一种

关于能力可塑性、努力意义和失败解释的意义系

统(Dweck & Leggett, 1988; Hong et al., 1999; Molden 

& Dweck, 2006; Yeager & Dweck, 2020)。Dweck

和 Leggett (1988)提出的社会认知动机模型认为, 

个体关于能力是否可塑的信念会影响其目标取

向、挑战反应和失败后的行为模式, 继而改变个

体对努力和失败的意义解释。持成长型思维

(Growth mindset)的个体认为智力是通过努力和学

习可以不断发展的品质 ; 持固定型思维 (Fixed 

mindset)的个体则认为智力是先天决定的、基本不

能通过努力改变的特质(Yeager & Dweck, 2020; 

Matthews, 2007)。因此, 成长型或固定型思维会使

个体对认知努力产生不同的归因模式：成长型思

维更倾向于将努力视为能力发展的途径和自我提

升的标志 , 因此高难度任务被感知为成长机会 ; 

固定型思维则更倾向于将高努力视为能力不足的

信号, 因此高难度任务更容易被感知为能力威胁

(Hong et al., 1999; Molden & Dweck, 2006)。 

这种意义解释差异可能显著影响从客观难度

到主观感受的过程。首先, 来自纵向和归因研究

的证据表明, 成长型/固定型思维会影响个体在困

难和失败后进行努力归因还是能力归因, 并进一

步影响坚持性、目标采纳和后续行为(Blackwell 

et al., 2007; Hong et al., 1999; Song et al., 2020)。

努力信念研究也显示, 成长型思维与积极努力信

念、学习目标和适应性策略相关, 固定型思维则

更容易伴随“努力说明能力不足”的负性努力信念

(Blackwell et al., 2007; Yeager et al., 2019)。其次, 

元认知研究进一步表明, 个体如何解释加工不流

畅和学习困难受到思维模式的调节, 固定型思维

者更容易将困难体验解释为能力限制, 而成长型

思维者更可能将困难或高努力解释为投入学习和

促进掌握的过程(Miele & Molden, 2010; Miele 

et al., 2011)。此外, 更接近认知努力和认知加工过

程的证据显示, 成长型/固定型思维模式不仅与一

般学业坚持性有关, 也会影响认知控制任务中的

错 误 监 测 与 错 误 后 调 整 (Moser et al., 2011; 

Schroder et al., 2014, 2017)、成就性认知测验前的

练习时间与后续表现(Cury et al., 2008)、多任务选

择情境中的努力分配策略(Suzuki et al., 2021), 以

及 失 败 后 的 补 救 性 学 习 或 防 御 性 修 复 选 择

(Nussbaum & Dweck,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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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文的分析框架来看, 这些实证证据支持

成长型/固定型思维模式通过改变困难、努力和失

败的意义解释, 影响主观难度、主观努力成本和

情绪威胁感, 继而影响后续努力投入。因此, 成长

型/固定型思维模式并非直接改变客观任务难度, 

而是被视为“归因/效能解释路径”的代表变量, 即

通过“思维模式→努力意义/失败归因→主观难度

与努力成本解释→后续努力投入”的路径间接影

响努力投入。 

5.3  双路径框架：平行调节路径及可检验交互预测 

综合以上分析, 认知需求与成长型/固定型思

维模式均可能影响认知努力投入, 但二者的作用

位置和心理机制并不相同。需要说明的是, 目前

尚未检索到以认知努力投入或努力选择为核心因

变量 , 并直接检验认知需求  × 思维模式交互效

应的实证研究。因此, 本文提出的是一个有待检

验的双路径框架, 而非将二者交互关系作为既定

结论。从 EVC 视角看, 认知需求主要改变认知活

动的预期收益与主观成本, 思维模式则主要改变

个体对困难情境中控制效能和成功可能性的解

释。Frömer 等人(2021)关于奖励与效能感共同调

节控制分配的研究, 也为这两条路径的区分提供

了依据。 

具体而言, 认知需求和成长型/固定型思维模

式是两条概念上相互区分、作用节点不同的平行

调节路径。认知需求路径主要作用于认知活动本

身的价值评估, 是回答“我是否愿意投入思考”的

价值路径; 思维模式路径主要作用于困难、努力

和失败的意义解释 , 是回答“我如何解释困难和

努力”的归因路径。当两条路径同时存在时, 它们

可能表现为简单叠加, 也可能产生交互或协同效

应。例如, 若二者存在协同作用, 则高认知需求与

成长型思维的组合可能使个体在高难度任务中同

时保持较高的挑战价值评估和较低的失败威胁感, 

从而表现出持续的努力投入; 低认知需求与固定

型思维的组合则可能同时降低任务吸引力并放大

困难的能力威胁意义, 从而更早出现努力回避或

任务脱离。 

上述分析揭示了认知努力并非纯粹的认知过

程, 而是整合于更广泛的动机−人格系统之中。个

体的认知动机倾向(认知需求)和信念系统(成长型/

固定型思维模式)可能共同塑造了他们对任务需

求的主观解读方式和情绪响应模式, 进而决定了

努力分配的最终策略。这一视角不仅具有理论意

义, 也为后续的应用研究(如通过改变信念或增强

内在动机来优化个体的努力投入)提供了明确的

干预靶点。除认知需求和思维模式(成长型 vs.固

定型思维)外, 若干其他个体差异变量也与认知努

力投入的调节有关。自我决定理论强调内在动机

的满足(Ryan & Deci, 2000; Randez & Hélie, 2024), 

当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需求在认知活动中得

到满足时, 个体对努力投入的主观体验从成本转

向收益; 特质焦虑可能通过扭曲对威胁水平的主

观评估来间接影响努力分配：高焦虑个体在低威

胁情境中过度调配认知资源, 而在高威胁情境中

因过度焦虑反而干扰执行功能; 抑郁倾向则通过

增强主观努力感知对消极反馈的敏感性来扰乱正

常的努力决策过程(Herzberg et al., 2026)。需要指

出的是, 这些变量与认知需求和思维模式的关系

是补充性而非替代性的。它们或仅作用于主观感

受的某一维度(如焦虑主要影响情绪体验、抑郁主

要影响努力评级), 或缺乏直接针对认知努力的实

证检验, 故未列入主路径。未来研究有必要在统

一框架下检验多变量的累积效应与交互模式。 

6  总结与展望 

基于前文对认知努力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

梳理, 6.1 节首先概括本文关于认知努力投入过程

的主要观点：客观任务需求构成努力投入的基本

触发条件, 但主观难度感知、主观努力感知和主

观情绪等主观感受会在客观需求与后续努力分配

之间发挥独立作用; 同时, 认知需求和成长型/固

定型思维模式等个体差异进一步影响个体对任务

价值、努力成本和困难意义等的解释。6.2 节则围

绕当前研究仍存在的指标混淆、主客观效应分离

不足、动态机制不明等问题, 提出未来可推进的

研究方向。 

6.1  小结 

本文围绕认知努力投入中的客观任务需求、

主观感受及个体差异调节三个相互关联问题, 对

相关理论演进与实证进展进行了系统梳理。在理

论层面, 本文首先区分了认知努力主观成本的起

源问题与努力投入的决策机制问题：机会成本理

论等主观成本起源模型主要回答“为什么认知努

力会被体验为成本”, 动机强度理论和期望价值

控制理论(EVC; Shenhav et al., 2013, 2017)则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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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个体如何决定投入多少努力”。近年来, 相关

研究进一步尝试将动机强度理论、EVC 模型和神

经计算模型加以整合(Silvestrini et al., 2023), 为

理解认知努力投入提供了更具层次性的理论框

架。在实证层面,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揭示了

三个关键发现。其一, 客观任务难度虽是努力投

入的基本触发条件, 但其解释力受制于行为指标

的混淆性、表现与努力的概念混同以及跨范式收

敛效度低等局限; 其二, 主观难度感知、主观努力

感知和主观情绪体验三个维度能够在控制客观参

数后独立影响后续努力分配, 说明主观感受并非

客观难度的简单副产物, 而是能够影响努力决策

过程的内部信息 ; 其三 , 认知需求 (NFC)通过赋

予认知活动内在价值来调节努力的成本−收益计

算, 而内隐智力理论(成长型/固定型思维)则通过

改变个体对努力和困难意义的解释来重塑主观感

受的生成过程。综合来看, 认知努力投入并非对

客观任务需求的简单响应, 而是客观任务特征、

主观感受和个体动机−信念系统共同作用下的动

态决策过程。 

6.2  展望 

尽管取得了上述进展, 该领域仍存在若干关

键问题亟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深入探索。 

第一, 建立主客观效应的系统分离范式。当

前多数研究在操纵客观难度的同时, 未能将由此

伴随的主观体验变化与客观因素的贡献加以分离, 

导致两类效应相互混淆。未来研究应在传统操纵

客观难度+同步采集单试次主观评级的双指标策

略基础上, 引入基于个体基线能力的难度校准程

序。具体而言, 可先通过预实验或阶梯程序估计

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加工速度或辨别阈限, 再

将正式任务的反应时限、负荷水平或刺激差异调

整到相近的成功概率或主观难度区间, 从而在跨

个体比较中控制能力差异带来的混淆。随后, 借

助多层线性模型或中介分析, 将客观任务参数、

相对个体能力的任务需求、主观感受以及后续努

力投入纳入同一模型, 分解客观难度对努力投入

的直接效应与经由主观感受中介的间接效应。同

时 , 鉴于不同测量范式之间的收敛效度较低

(Mækelæ et al., 2023; 杨艺琳 等, 2025), 亟需发

展多模态(行为+主观报告+神经生理指标)的综合

评估框架 , 通过潜变量建模或多特质−多方法分

析系统评估各指标的收敛与区分效度, 为跨研究

比较提供可靠的测量基础。需要注意的是, 单试

次主观评分虽然能够捕捉个体内部状态, 但也可

能受到要求特征、社会赞许和反复评分导致的测

量反应性影响(Double & Birney, 2019)。因此, 未

来研究应通过隐藏研究目的、随机化评分时点、

设置无评分对照组, 并结合层级贝叶斯模型、漂

移扩散模型、强化学习/成本−收益模型或潜变量

模型, 将观测到的主观评分、行为表现和生理反

应共同映射到潜在的努力成本、效能预期和价值

评估参数。未来研究可采用被试内设计, 将认知

努力任务(N-back 或 Stroop)与体力努力任务(握力

任务)分别进行个体化校准, 使每名被试在不同努

力水平上具有相近成功概率; 随后在每个试次中

同时记录客观任务参数、主观难度、主观努力、

情绪效价和后续选择。研究可检验如下假设：相

对于客观任务参数, 单试次主观努力和情绪效价

能够更稳定地预测下一试次努力选择; 该预测效

应在认知努力中更依赖主观难度和效能感, 在体

力努力中更依赖疲劳和身体反馈。 

第二, 深化主观感受维度的内部结构与动态

机制研究。当前研究已证实主观难度感知、主观

努力感知和主观情绪体验各自具有独立预测力 , 

但三者之间的因果结构与时序关系尚不明晰。未

来研究应在同一范式内的试次水平同步采集三个

维度的单试次自我报告,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或交

叉滞后分析解析其内部因果关系。同时, 主观感

受 的 跨 试 次 传 递 效 应 虽 已 获 得 初 步 证 实

(Corlazzoli et al., 2023), 但其衰减规律、边界条件

及在不同任务情境中的普适性仍有待系统检验。

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或动态因果建模, 追踪主观感

受在多个试次间的演变轨迹, 是推进这一方向的

关键步骤。未来研究可采用 2 (客观难度：高/低) × 

2 (诱导主观难度：高/低, 通过任务前的言语启动

或假反馈操纵) 的双因素被试内设计, 要求被试

完成 60 个试次的 Stroop 任务。每个试次结束后立

即采集主观难度、主观努力、主观情绪三类评级

(Visual Analog Scale, 0−100), 同时记录瞳孔直径

与 ERP 指标(N2、P3 成分)。通过结构方程模型

考察客观难度与诱导主观难度对三类主观评级的

差异化路径。当客观难度与诱导主观难度发生分

离时, 三类主观评级对后续努力分配的预测力将

主要由诱导维度(而非客观参数)解释, 从而提供

主观感受具有独立性的因果证据, 而非仅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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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该设计同时通过试次水平采样实现对跨试

次前瞻性预测特征的检验。 

第三, 将个体差异研究从行为描述推进至神

经机制解释。尽管已有研究提示认知需求和成长

型/固定型思维模式均与努力投入过程有关, 但二

者在努力决策中的神经时间进程与脑机制仍缺乏

直接比较。未来研究应结合 ERP 的高时间分辨率

与 fMRI 的高空间分辨率, 系统揭示认知需求和

思维模式调节努力决策的完整神经时间进程与脑

区激活模式。例如, 可考察高与低认知需求个体

在面对相同难度任务时, dACC等关键脑区的激活

差异是否中介了行为层面的努力分配差异, 进而

为个体差异变量的构念效度提供神经科学层面的

汇聚证据。据此, 我们提出一个针对双路径框架

及其扩展交互的可检验研究设计方案。未来研究

可采用 2(认知需求：高/低, 或连续测量)×2(思维

模式：成长型/固定型)×多水平客观难度的设计 , 

记录努力选择、主观难度、主观努力、情绪效价

和错误后调整。若双路径框架成立, 认知需求应

主要预测努力折扣参数和挑战价值评估, 思维模

式应主要预测失败后的可控性归因、Pe/错误后准

确率及继续投入意愿; 二者交互项是否显著, 可

作为检验双路径框架中交互效应的指标。 

第四, 拓展至教育、临床与人机交互等应用

情境。当前研究主要依赖实验室标准化认知任务, 

生态效度有限。在教育情境中, 本文的分析提示, 

教育干预不应仅关注客观任务难度的设计, 更应

重视培养学生的成长型思维和认知需求特质, 帮

助其建立困难是成长信号的信念框架(Blackwell 

et al., 2007; Sarrasin et al., 2018)。在临床情境中, 

抑郁和焦虑患者的努力分配异常可能源于对努力

成本的系统性高估和对努力价值的系统性低估 , 

针对主观评估偏差的认知干预可能是改善其认知

功能的有前景途径。此外, 在人工智能时代, 当

AI 工具日益接管日常认知劳动时(Kool & Botvinick, 

2018), 如何在 AI 辅助的工作与学习环境中为人

类保留有意义的认知挑战、以维持其内在动机和

心理健康, 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兴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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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rivers of cognitive effort investmen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YANG Qian, TAN Jiaxin, CHEN Lunzixuan 
(Institute of Brai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Cognitive effort investment is a cor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which individuals dynamically 

allocate limited mental resources through cost-benefit trade-offs. Traditional research has primarily 

explained the generation and variation of eff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jective task difficulty. However, 

grow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subjective experiences can drive effort investment independently of 

objective factors. Focusing on three interrelated issues in cognitive effort investment, namely objective task 

demands, subjective experiences, and individual-difference moderation, the present review systematically 

synthesizes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and empirical advances in the field. First, it distinguishes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origins of subjective cost, including the opportunity-cost account and recent related 

developments, from theories concerning effort-investment mechanisms, including Motivational Intensity 

Theory and Expected Value of Control theory. Second, it examine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under which 

objective difficulty drives effort investment and the measurement limitations of objective indicators, and 

introduces difficulty-calibration approaches based on individual ability. Third, it analyzes the independent 

contributions, interrelations, and cross-trial dynamics of three subjective dimensions: perceived difficulty, 

perceived effort,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On this basis, the review proposes a testable dual-path 

framework in which Need for Cognition and growth/fixed mindset may moderate the dynamic influence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factors on effort investment through value/cost evaluation and attributional 

interpretation pathways, respectively. Finally, in response to current limitations such as confounded 

indicators and unclear mechanisms, the review outlines future directions, including systematic dissociation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effects, multimodal assessment frameworks, and broader application contexts. 

Keywords: cognitive effort, subjective experience, objective difficulty, need for cognition, growth mindset 


